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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虑到创新效率已成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因产权关系、

结构机制、融资难度、管理体系等而产生差异性创新效率。为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采用固定

效应面板模型，从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角度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政府R&D资助、企业R&D强度、产

学研合作力度、出口贸易、消化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FDI、企业规模八种变量与企业创新效率的

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资企业R&D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消化吸收能力、FDI、企业规模对创新效

率具有积极显著影响；港澳台资企业的政府R&D资助、企业R&D强度、消化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和

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资企业消化吸收能力、FDI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激励效用。

进一步地，采用门槛面板模型，以各省级行政单位的政府R&D资助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企业R&D强度、

产学研合作力度、FDI和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希望能为各级政府实施研发资助提供一

定的政策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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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enterprises to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domestic-funded enter-
prise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due to 
thos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al mechanism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man-
agement system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adopts the fixed-effect 
panel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ight variables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enterprise R&D intensity, cooperation, export trade,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intellec-
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 siz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
ciency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s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corporate R&D intensity,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FDI, enterprise scale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s to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unded enterprises, government R&D funding, corporate R&D intensity,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nterprise scal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s to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FDI have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Moreover, using the threshold panel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government R&D funding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units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R&D intensity,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FDI and enterprise scale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We hop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certain policy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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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吸引了大批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涌进内地经济市

场，丰富我国所有制企业体制的同时，也形成与我国本土内资企业竞争、融合的三足鼎立局面。考虑到

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升级的引擎[1] [2] [3]，这种具有多种投入产出的复杂网络系统，

到底应如何运用企业有限的创新资源以提高创新效率呢。换言之，具有着产权差异禀赋的企业主体的科

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应归因于哪种关键因素，这不仅决定着企业对有限资源的充分挖掘和灵活运用，

更关系到各级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 
效率属于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既是学界研究热点，又是各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过程中

的关注重点。英国经济学家Koompans首次从经济政策与研发收益的普适性角度给出了创新效率的定义：

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在不增加任何额外研发投入的情况下，其创新产出绩效不再有任何额外的增加，

此时就可以称该研究对象的创新效率达到最有效状态[4]。早期文献关注产权性质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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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围绕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比较分析，大多数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最低”[5] [6] 
[7]，理论上通常认为这一结论的根源在于国家所有制引发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或企业自身的委托——

代理问题[8] [9]。近年来，随着创新经济的迅速崛起，产权性质与企业科技创新绩效的关系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由于组织结构、融资难度、经营环境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别，企业

呈现出不同的研发激励和创新方式，由此导致研发创新绩效存在一定差异[10]。Grimpe & Hussinger [11]
研究发现，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吴延兵[12]基于我国省域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

的研究，得到外资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更大优势，而国有企业在研发投入水平和整体

的创新效率明显偏低，不如外资企业的结论。孙晓华和王昀[10]从所有制产权差异角度，运用数据包络

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测算出我国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发现内资企业

的技术创新效率远低于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但由 Malmquist 指数测算的创新效率变动指数表明，

内资企业研发创新具有较强的增长和追赶效应。董晓庆等[13]则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做研究对象，结

合 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研究，得出创新过程中前者的效率损失明显比后者严重。肖仁桥等[14]利
用两阶段关联型 DEA 模型，测算了我国不同性质工业企业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效率和整体创新效

率，并对其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创新效率是递增的，

国有企业在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两阶段的效率值都较低。吴友和刘乃全[15]利用我国 1998~2014 年各省

四种所有制企业的样本数据，研究了不同产权企业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因难以获取外部技术

成为主要的创新溢出方，民营企业是创新溢出的最大吸收方，而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分庭抗争

状态，创新技术外溢吸收效用不大。赵庆[16]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企业产权差异角度，分析了国有、

民营和外资企业三种类型企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不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对邻近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是依次递减的，国有企业处于技术扩散的中心地位，具有高效的创新

效率溢出效应。 

2. 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企业创新效率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针对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外乎从内因和外因两个

层面进行挖掘。其中，内因主要涉及内部创新、技术外部获取和组织合作结构三方面，外因即企业外部

环境，涵盖了政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以及市场环境，进一步地，国内外学者们将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因素聚焦到政府研发(R&D)资助、企业研发(R&D)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出口贸易、消化吸收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规模这八种指标表征。 

2.1. 政府 R&D 资助 

20 世纪 80 年代，创新学家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 [17]在《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
mances: Lessons from Japan》一书中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他以日本近代发展为例，提出了

国家和政府在推动一国的技术创新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学者

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白俊红和李婧[18]研究指出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政府资助通过弥补企业科技创新资源的不足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部分学者发现，政府

R&D 资助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肖文和林高榜[19]研究发现，由于政府缺乏对受助企业资金用途

的监管，对企业创新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李永等[20]指出在制度软约束的情况下，政府 R&D 资助会造

成企业生产效率的流失。宋来胜和苏楠[21]、李平和刘利利[22]同样发现政府 R&D 资助会对企业创新效

率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学者姚伟民、李燕、狄振鹏[23]选择以深市中小板

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资助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资助政策整体上

https://doi.org/10.12677/mos.2024.132100


贾晓霞 等 
 

 

DOI: 10.12677/mos.2024.132100 1053 建模与仿真 
 

对科技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创新研发的产出没有直接影响；对科技研发人员进行投入才能

给创新产出带来积极影响。 

2.2. 企业 R&D 强度 

企业 R&D 强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相关文献因研究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刘和旺等[24]研
究发现因国有企业在政策资助、经营经验、技术人才引进、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控制和吸引

更多的科技创新要素，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和风险，与民营企业相比，研发投入更多。李同辉[25]以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327 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可以促使企业盈利和企业成

长，有助于企业创新的提高。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因内部腐败，组织结构冗余等

因素，研发投入更少。吴延兵[12]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实证发现国有产权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向影

响。 

2.3. 产学研合作力度 

“以企业为主体、高校院所及科研机构为支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成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重要突破口，企业与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公共研发部门的产学研合作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金惠红等[26]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利于企业科技研发效

率绩效的提升。高正等[27]研究指出产学研合作的特征强度和关系强度正向激励企业动态创新能力。但是，

胡军燕等[28]研究发现产学研互动程度对企业研发储备绩效起到抑制作用，对企业市场表现绩效没有显著

影响。吴友群等[29]认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是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的产学研合作

对企业科技创新影响幅度明显低于长期合作关系。 

2.4. 出口贸易 

出口贸易能否提升企业研发创新效率，增加企业科技竞争力，学术界依据出口是否会提升企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存在两种相反的主张，即“出口促进论”和“出口抑制论”。Buetoe [30]基于工业企业数

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谢建国和丁蕾[31]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对外出口对企业的研发能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对外资企业的研发产出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促进作用更大。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企业创新绩

效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Luong [32]采用中国汽车行业 1998~2007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没有明显的“出口

学习效应”。李兵等[33]基于中国 1998~2007 年专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出口主要促进高新

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对中低低技术行业的企业自主创新影响并不显著。 

2.5. 消化吸收能力 

Cohen & Levinthal [34]基于企业微观层次，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的技术知识学习具有累积性的特

征，吸收能力的强弱和类型决定了它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大小。胡雪峰和吴晓明[35]以我国医药制造业作为

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该行业的吸收能力对企业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显著影响。许庆瑞等[36]
基于海尔的案例研究发现吸收能力是企业内部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 

2.6. 知识产权保护 

Kamwar & Evenson，Schneider 等人实证研究发现只有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才能对创新产生积极作

用。Allred & Park [37]后续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复杂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胡

凯等[38]利用中国 1997~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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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显著提高创新水平，且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会对创新绩效造成负效应，

研究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 R&D 资本投入、人员投入具有互补性。周泰云[39]也探讨了政府研发补贴率

和知识产权保护度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

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研发投入越多；研发补贴政策

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相互增强，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

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 

2.7. 外商直接投资(FDI) 

国内学者关于 FDI 技术溢出的创新机制的研究较多，主要从企业、行业、区域等层面的数据研究，

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分散，没有一致结论。有些学者认为 FDI 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为正。叶娇和王佳林

[40]基于江苏省的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FDI 技术溢出对江苏省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且

江苏省、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三者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依次递增。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发现 FDI 产
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积极显著影响。邓峰和宛群超[41]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

现 FDI 对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其门槛效应存在“U”型动态变化特征。李政等[42]基于中国 2000~2014
年 30 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FDI 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且对中西部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

东部地区，有助于缩小东中西部创新效率的整体差异。 

2.8. 企业规模 

余泳泽[43]研究指出，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激励作用。刁秀华等[44]发现高技术产业企业规

模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由企业规模决定。而赵渊贤和吴伟荣[45]研究认为企业

规模增长引发资源利用率低、企业结构冗余和内部失控，进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孙早等[46]指出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企业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型三次曲线关系。 

3.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选取政府 R&D 资助、企业 R&D 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出口贸易、消化吸收

能力、知识产权保护、FDI、企业规模八个变量探究对考察期内三种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

并进一步分析交互项的影响效果。这里，拟以企业创新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基本模型如下：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E GOV IN IUR
EX AB IP FDI SCA
AB GOV AB IN AB FDI

IN IUR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 + ×

+ × +

                 (1) 

这里，E为内资、港澳台资、外资企业的创新效率，GOV为政府R&D资助，IN为企业R&D强度，

IUR 为产学研合作力度，EX 为出口贸易，AB 为消化吸收能力，IP 为知识产权保护，FDI 为外商直接投

资，SCA 为企业规模，AB × GOV 为消化吸收能力和政府 R&D 资助的交互项，AB × IN 为消化吸收能力

和企业 R&D 强度的交互项，AB × FDI为消化吸收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IN × IUR为企业 R&D
强度和产学研合作力度的交互项， 0β 为常数项， 1 8~β β 为待估系数， itε 为随机误差项。 

3.2.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是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鉴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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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得性，搜集了港澳台之外和删除陕西、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宁夏的 25 个省级行政单位三

种所有制企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

东、广西和海南为东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为中部地

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 4 个省份为西部地区。其余省份或因港澳台资企业数据缺失或因外资企业

数据缺失等原因被剔除。 
八项指标说明如下： 
1) 政府 R&D 资助(GOV)。本文中政府的资助选取的指标是政府资金占 R&D 经费内部支出；2) 企

业 R&D 强度(IN)。企业 R&D 强度又被称为企业 R&D 资金投入力度，用企业资金占 R&D 经费内部支出

测量；3) 产学研合作力度(IUR)。用R&D经费外部支出中的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支出所占的比例来

衡量；4) 出口贸易(EXP)。出口贸易同时代表了市场的开放度，用省域尺度下企业出口占新产品销售收

入比重测量；5) 消化吸收能力(AB)。用消化吸收费用在技术改造费用 + 技术引进费用 + 消化吸收费

用 + 购买国外技术费用整体所占比例衡量；6) 知识产权保护(IP)。借鉴胡凯等的做法，用技术市场成交

额占当地GDP 的比重测算；7) 外商直接投资(FDI)。FDI 用 R&D 内部费用支出中境外资金比例计算；8) 
企业规模(SCA)。SCA 用企业年末总资产对数作为指标衡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均值 标准

差 
中位

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

差 
中位

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

差 
中位

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

差 
中位

数 观测值 

E 0.541 0.051 0.397 3592908 0.684 0.021 0.592 1935926 0.372 0.042 0.369 855584 0.567 0.063 0.518 801398 

GOV 0.036 0.024 0.017 3592908 0.082 0.018 0.026 1935926 0.018 0.038 0.009 855584 0.008 0.047 0.003 801398 

IN 0.014 0.004 0.017 3592908 0.016 0.007 0.014 1935926 0.013 0.002 0.012 855584 0.012 0.005 0.011 801398 

IUR 0.007 0.002 0.006 3592908 0.010 0.004 0.009 1935926 0.006 0.003 0.005 855584 0.005 0.003 0.004 801398 

EX 0.436 4.072 0.441 3592908 0.386 3.085 0.379 1935926 0.437 4.061 0.429 855584 0.486 3.053 0.475 801398 

AB 0.422 0.081 0.409 3592908 0.405 0.063 0.410 1935926 0.392 0.048 0.393 855584 0.469 0.041 0.447 801398 

IP 0.045 2.003 0.048 3592908 0.048 4.769 0.042 1935926 0.037 3.019 0.035 855584 0.051 4.029 0.048 801398 

FDI 0.006 0.017 0.005 3592908 0.006 0.091 0.005 1935926 0.004 0.027 0.003 855584 0.009 0.016 0.008 801398 

SCA 23.38 1.272 24.18 3592908 25.83 1.816 26.35 1935926 21.95 1.398 22.16 855584 22.37 1.525 22.98 801398 

3.3. 数据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反映研究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及特征，具有纯时间序列数据

和纯截面数据无法比拟的诸多优点。考虑到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因素可能与误差项相关而导致回

归模型的内生性，本文首先用 Hausman 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结果的 P
值为 0 可得，拒绝原假设“ 0 : ,i it iH u x z与 不相关”，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

其次，由于面板单位根的存在可能导致数据非平稳分布，产生伪回归现象，故在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

之前，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 LLC 检验和 IPS 检验对模型变量的

平稳性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和表 3 的显著性结果表明拒绝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面板数据是平稳分布的。进一

步地，样本数据指标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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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LC test 
表 2. LLC 检验 

解释变量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lnE −12.4328*** −14.6389*** −14.2092*** 

lnGOV −16.5152*** −10.4924*** −13.1593*** 
lnIN −11.5665*** −25.0672*** −19.4345*** 

lnIUR −11.9238*** −16.8957** −9.3684*** 
lnEX −19.8811*** −9.2937*** −7.6724*** 
lnAB −11.0245*** −11.0245*** −11.0245*** 
lnIP −11.4834*** −11.4834*** −11.4834*** 

lnFDI −10.119*** −11.3243*** −11.3243*** 
lnSCA −6.2867*** −5.9408*** −5.6450*** 

ln(AB*GOV) −11.2659*** −11.1310*** −14.9155*** 
ln(AB*IN) −11.7142*** −11.6934*** −11.2986*** 

ln(AB*FDI) −10.1179*** −10.1179*** −10.1179*** 
ln(IN*IUR) −11.8856*** −12.3610*** −13.0078*** 

 
Table 3. IPS test 
表 3. IPS 检验 

解释变量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lnE −2.9950*** −4.9871*** −3.5632*** 

lnGOV −4.3267*** −3.4641*** −5.0086*** 
lnIN −2.7450*** −10.9701*** −7.9064*** 

lnIUR −3.1847*** −4.2618*** −1.5789* 
lnEX −4.0073*** −1.5388* −0.0408* 
lnAB −2.7479*** −2.7479*** −2.7479*** 
lnIP −3.6350*** −3.6550*** −3.6350*** 

lnFDI −2.2472*** −2.2472*** −2.2472*** 
lnSCA −6.4548* −9.6060*** −9.9470*** 

ln(AB*GOV) −2.7422*** −2.8597*** −5.8929*** 
ln(AB*IN) −3.2761*** −3.1721*** −2.9940*** 

ln(AB*FDI) −2.1036** −2.1036** −2.1336** 
ln(IN*IUR) −2.5604*** −4.3316*** −2.5604*** 

 
Table 4. VIF test 
表 4. VIF 检验 

VIF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lnGOV 1.12 1.07 1.42 

lnIN 1.08 1.16 1.31 
lnIUR 1.39 1.12 1.44 
lnEX 1.47 1.11 1.32 
lnAB 1.21 1.37 1.29 
lnIP 1.80 1.52 1.70 

lnFDI 1.44 1.40 1.47 
lnSCA 1.46 1.37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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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的结果可知，VIF 都小于 5，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4. 模型回归结果与稳定性检验 

3.4.1. 回归结果 
使用 Stata14.0 对数据进行面板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5、表 6 所示。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results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 
表 5.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内资企业系数 港澳台企业系数 外资企业系数 

lnGOV 
−0.056 0.250* 0.085 

(−0.058) (−0.131) (−0.096) 

lnIN 
0.704* 4.361*** 0.602 

(−0.400) (−1.409) (−0.696) 

lnIUR 
0.250* 0.366 0.131 

(−0.131) (−0.241) (−0.095) 

lnEX 
−0.117 −0.054 0.099 

(−0.114) (−0.076) (−0.071) 

lnAB 
0.200** 0.505*** 0.605*** 

(−0.085) (−0.152) (−0.147) 

lnIP 
0.067 0.459* 0.118 

(−0.094) (−0.245) (−0.147) 

lnFDI 
0.0963** 0.128 0.550*** 

(−0.044) (−0.113) (−0.152) 

lnSCA 
0.209*** 0.296*** 0.052 

(−0.039) (−0.086) (−0.055) 

ln(AB*GOV) 
−0.601* 0.144 0.082 

(−0.336) (−0.133) (−0.088) 

ln(AB*IN) 
0.704* 0.220 0.529*** 

(−0.400) (−0.205) (−0.151) 

ln(AB*FDI) 
0.0963** 0.103 0.483*** 

(−0.044) (−0.120) (−0.129) 

Ln(IN*IUR) 
0.250* 0.366 0.130 

(0.131) (0.241) (0.0924) 

Constant 
−1.656** −0.965* 8.044*** 

(−0.602) (−1.391) (−1.519) 

Observations 289 289 289 

R-squared 0.434 0.387 0.355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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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significant result of results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 
表 6.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显著性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lnGOV 政府 R&D 资助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lnIN 企业 R&D 强度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lnIUR 产学研合作力度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lnEX 出口贸易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lnAB 消化吸收能力 显著 显著 显著 

lnIP 知识产权保护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lnFDI FDI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lnSCA 企业规模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ln(AB*GOV) 消化吸收能力 × 政府 R&D 资助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ln(AB*IN) 消化吸收能力 × 企业 R&D 强度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ln(AB*FDI) 消化吸收能力 × FDI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ln(IN*IUR) 企业 R&D 强度 × 产学研合作力度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① 内资企业。企业 R&D 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消化吸收能力、FDI 和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具有

积极显著影响；而政府 R&D 资助、出口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企业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

AB*GOV、AB*IN、AB*FDI 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 AB 作为 GOV→E 的完全中介，政府

R&D 资助通过消化吸收能力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AB 作为 IN→E 的部分中介，企业 R&D 强度通

过直接作用和消化吸收能力间接作用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AB 作为 FDI→E的部分中介，FDI 水平

通过直接作用和消化吸收能力间接作用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IN*IUR 对创新效率产生正向积极影

响。 
② 港澳台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企业 R&D 强度、消化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规模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力度、对外贸易和 FDI 没有显著影响。AB*GOV、AB*IN、AB*FDI 的影

响也都是不显著的，说明在港澳台资企业中AB对GOV→E、IN→E和FDI→E的没有调节作用。IN*IUR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③ 外资企业。消化吸收能力和外行直接投资对其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他解释变量对外资企

业效率影响不显著。AB*GOV 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 AB*IN、AB*FDI 的影响显著，说明 AB 对

GOV→E没有调节作用；AB 作为 IN→E的完全中介，企业 R&D 强度通过消化吸收能力对创新效率产生

积极影响；AB 作为 FDI→E的部分中介，FDI 水平通过直接作用和消化吸收能力间接作用对创新效率产

生积极影响。IN*IUR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3.4.2. 稳定性检验 
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变量指标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里，拟采用系统 GMM 模型控制内生性问

题，模型构建如下： 

0 1 1 2 3

4 5 6 7

8 9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ln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E E GOV IN
IUR EX AB IP
FDI SCA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2)

 

运用 Stata14.0 软件对系统 GMM 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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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system GMM model 
表 7. 系统 GMM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内资企业系数 港澳台企业系数 外资企业系数 

lnEt-1 

0.591*** 0.376* 0.358** 

(16.380) (6.700) (2.44) 

lnGOV 
−0.035 0.414** 0.036 

(−0.720) (3.680) (0.460) 

lnIN 
0.461* 7.046*** 1.023 

(0.370) (3.680) (0.870) 

lnIUR 
0.051* 0.342 0.088 

(−0.278) (−0.410) (0.680) 

lnEX 
−0.152 −0.084 0.126 

(−0.350) (−1.390) (1.290) 

lnAB 
0.013* 0.619*** 0.775** 

(−0.430) (5.280) (2.470) 

lnIP 
−0.064 0.074* 0.085 

(−1.560) (−0.410) (−0.720) 

lnFDI 
0.017* 0.143 0.135* 

(0.086) (0.600) (0.250) 

lnSCA 
0.050* 0.619*** 0.059 

(0.100) (5.280) (0.955) 

AR(1) 0.000 0.000 0.003 

AR(2) 0.867 0.897 0.223 

sargan 0.1153 0.184 0.163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通过对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系统 GMM 模型回归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两种模型回归结果虽然在数

量级上存在差异，但估计结果显著性和正负向的影响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可以初步判定样本数据指

标间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3.5. 结果分析与讨论 

3.5.1. 政府 R&D 资助(GOV) + 企业 R&D 强度(IN) 
对一些内资企业，政策支持给了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企业在进行创新项目研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的

是自身资金的投入和有效管理，注重自身的产品创新、技术改进、市场抢占，政府 R&D 资助更多的是

在内资企业初创阶段起到关键作用。港澳台资企业的发展受到内地科技资源、地理位置、市场环境等因

素限制，因创新项目风险高、不确定性强，导致港澳台资企业融资渠道受限，所以需要政府 R&D 资助

和企业内部资金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外资企业具有来自母国的资金支持，且受到当地政策的限制和自身

企业发展定位的影响，导致政府 R&D 资助和企业 R&D 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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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产学研合作力度(IUR) 
由于地缘亲和性，内资企业易于与高校学院和科研机构搭建合作平台，更愿意将合作成员投入的异

质性资源整合成创新成果，充分积累发展所需的显性和隐形知识。内资企业经过长期的合作经历，借助

地理优势，建立合作组织间的信任，培养合作习惯，降低合作成本，提升创新效率。港澳台资企业和外

资企业由于文化差异大，内地发展时间短等因素，致使产学研合作力度不大，而产学研合作力度与创新

绩效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的产学研合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不大。 

3.5.3. 消化吸收能力(AB) 
消化吸收能力对三种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效率均产生积极正向影响。企业在高水平的消化吸收能力下，

能更加有效地吸收科技创新资源并转化成创新产出，提高企业创新的范围和频率以及研发水平，提升创

新效率。从一定意义上说，消化吸收能力能提升这些研发资金的投资利用率，在将隐形知识技术的投资

转化为高质量创新成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3.5.4. 外商直接投资(FDI)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内资企业已逐渐熟悉并掌握由 FDI 带来的工艺、技术、管理经验等，

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技术引进方式，极大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内资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其能够抓住技术外溢的主动权，在 FDI 进入我国

打破原有垄断局面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能够主动进行技术的消化吸收，对产品研发技术进行更新换代，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港澳台资企业的创新效率普遍不高，导致引入 FDI 产生的技术溢出的成本提高，反

而有加大科技研发风险的可能性，因此，FDI 对港澳台资企业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外资企业凭借自

身的文化优势和母国优异的科技创新资源，对 FDI 引发的技术溢出能够较快地消化吸收甚至模仿，极大

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本身的管理理念和公司结构使其能够轻松学习和吸收 FDI 投入带来的技术转移，

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效率。 

3.5.5. 企业规模(SCA) 
内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科技创新资源，扩大省域

企业的融资渠道，形成稳定的市场机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加速市场竞争，激励内资企业为抢占市场主动

进行研发创新，从而提升其科技发展水平。外资企业来说，其本身在大陆内地的企业规模偏小，无法凭

借产业集聚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科技研发要素，对创新效率没有促进作用。 

3.5.6. 出口贸易(EX) 
出口贸易体现的是市场开放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出

口学习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源于内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无法引进

先进的科技创新技术，另一方面可能是并不是所有的内资企业都倾向于开展对外贸易业务，如对于港澳

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其公司产品主要是面向内部市场销售，出口贸易额度不大，无法刺激企业创

新研发。 

3.5.7. 知识产权保护(IP) 
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首先源于我国技术交易市场不够完

善的现实，造成大量国外技术重复引进。其次，知识产权机械性保护抑制了外部知识、技术的交流和

扩散，增加了内资企业技术投入成本，减少了市场上技术成果的供应，阻碍了内资企业创新效率的提

升。港澳台资企业的创新效率低，初始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防止技术外溢，降低企业创新技术被

模仿的风险，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外资企业在大陆从事生产和营销等活动，技术市场成交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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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我国知识产权的机械性保护致使技术不断外溢，降低外资企业科技研发积极性，对创新效率却

没有显著影响。 

4. 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政府 R&D 资助主要目的是矫正由企业科技创新研发活动的外部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是政府政策

宏观调控企业创新效率的一种手段，旨在诱导企业投资研发，降低科技创新活动的研发成本，优化资源

配置，实现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但是政府 R&D 资助对省域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样面临对省域企业

技术创新产生锁定效应，滋生企业寻租行为的负面效应。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融资水平、风险水平、

获得政府资助的难易程度并不相同，导致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为进

一步解释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 R&D 资助效果，拟根据省域企业的产权性

质对政府 R&D 资助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4.1.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表达式如下： 
1

2

,
,

i i i i

i i i i

y x e q
y x e q

β γ
β γ
′= + ≤
′= + >

                                   (3)
 

其中 iy 为被解释变量， ix 为 p*1 阶解释变量向量， iq 为门槛变量。门槛变量 iq 的作用是通过门槛值将样

本数据进行分组，以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为模型系数改变的转折点。 
本文选择以各省市政府 R&D 资助作为门槛变量，分别研究了企业 R&D 强度(IN)、产学研合作力度

(IUR)、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企业规模(SCA)对企业创新效率(E)的影响机制，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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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为被解释变量，IN、IUR、FDI、SCA 为门槛解释变量，GOV 为门槛变量。 

4.2. 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检验 

首先，需要检验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 R&D 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FDI 和企业规模是否存在门槛

效应，以及若存在门槛值，需进一步检测门槛的数量。本文分别针对无门槛、存在单一门槛、存在双重

门槛、存在三重门槛的情况逐一进行检验。其中，单一门槛检验的原假设 H0为“模型无门槛效应”，备

择假设 H1为“模型为单一门槛”，以此类推。 

4.2.1. 内资企业 
对内资企业进行政府 R&D 资助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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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表 8. 内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检验 

P 值 IN IUR FDI SCA 

单一门槛 0.0000 0.5367 0 0.5267 

双重门槛 0.9000  0.6100  

三重门槛     

结果 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无门槛效应 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无门槛效应 

门槛估计值 0.1152  0.0619  

效应区间 (0.1082, 0.1152)  (0.0517, 0.0621)  

 
采用 Stata14.0 软件估计该模型，Bootstrap 设置为 400 次。由表 7 的检验结果可知，以企业 R&D 强

度(IN)为门槛解释变量时，单一门槛检验中 p 值为 0.000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

假设 H1“模型为单一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检验中 p 值为 0.9000，不显著，所以拒绝备择假设 H1“模型

为双重门槛”，接受原假设 H0“模型为单一门槛”。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 R&D 强度单一门槛的门限值

为0.1152，门限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是所有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γ 构成的

区间，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1082, 0.1152)。根据门限值将政府 R&D 资助按规模大小分为低资助规模

0.1152GOV ≤ 和高资助规模 0.1152GOV > 。FDI 因为同样是单一门槛效应，所以根据门槛估计 0.0619
划分为低资助规模 0.0619GOV ≤ 和高资助规模 0.0619GOV > 。内资企业产学研合作力度(IUR)单一门槛

的检验中，p 值为 0.5367 不显著，所以接受原假设 H0“模型无门槛效应”。企业规模(SCA)与此相同，

检验结果不存在门槛效应。 

4.2.2. 港澳台资企业 
对港澳台资企业进行政府 R&D 资助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Table 9.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表 9. 港澳台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检验 

P 值 IN IUR FDI SCA 

单一门槛 0.0033 0.2314 0.0633 0.0300 

双重门槛 0.0600  0.1000 0.2467 

三重门槛 0.8967  0.9633  

结果 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无门槛效应 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存在单一门槛效用 

门槛估计值 0.0136, 0.0155  0.0136, 0.0155 0.0155 

效应区间 (0.0129, 0.0138)  (0.0136, 0.0138) (0.0146, 0.0155) 

 (0.0139, 0.0155)  (0.0139, 0.0155)  

 
表 9 可知，就港澳台资企业而言，政府 R&D 资助(GOV)对企业 R&D 强度(IN)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分析如下，单一门槛效应检验p值为0.003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备择假设H1“模型为单一门槛”，

拒绝原假设 H0“模型不存在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检验结果 P 值为 0.0600，在 1%的水平上显著，接受

备择假设 H1“模型为双重门槛”，拒绝原假设 H0“模型为单一门槛”。三重门槛模型检验结果中 p 值为

0.8967，接受原假设 H0“模型为双重门槛”，拒绝备择假设 H1“模型为三重门槛”。由此可得，政府

https://doi.org/10.12677/mos.2024.132100


贾晓霞 等 
 

 

DOI: 10.12677/mos.2024.132100 1063 建模与仿真 
 

R&D 资助(GOV)对港澳台资企业 R&D 强度(IN)为双重门槛效应。其双重门槛效应的门限值分别为 0.013
和 0.0155，估计的 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29, 0.0138)和(0.0139, 0.0155)。根据门限值将政府 R&D 资

助划分为低资助规模，中等资助规模和高资助规模。在对产学研合作力度(IUR)的门槛效应检验中，单

一门槛效应 p 值为 0.2314，接受原假设 H0“模型无门槛”。FDI 与 IUR 类似是双重门槛效应模型。对企

业规模(SCA)的检结果中，单一门槛效应的 p 值为 0.0300，在 5%的水平上显著，接受备择假设 H1“模型

为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结果不显著，故接受原假设 H0“模型为单一门槛”。 

4.2.3. 外资企业 
对外资企业进行政府 R&D 资助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表 10. 外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检验 

P 值 IN IUR FDI SCA 

单一门槛 0.0200 0.0199 0.1000 0.7067 

双重门槛 0.6900 0.0267 0.8433  

三重门槛  0.2900   

结果 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无门槛效应 

门槛估计值 0.0331 0.0013, 0.0938 0.0013  

效应区间 (0.0323, 0.0333) (0.0007, 0.0013) (0.0007, 0.0013)  

  (0.0877, 0.0994)   

 
表 10 是外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然，企业 R&D 强度(IN)的门槛效应是单一

门槛，由门槛估计值 0.0331 可划分为低资助规模 0.0331GOV ≤ 和高资助规模 0.0331GOV > 。对产学研

合作力度(IUR)是双重门槛模型，门槛估计值分别 0.0013和 00938，由此划分为低资助规模、中等资助规

模和高资助规模三种。政府R&D资助(GOV)对 FDI的门槛效应是单一门槛，门槛值为 0.0013，对企业规

模(SCA)无门槛效应。 

4.3. 政府 R&D 资助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 

4.3.1. 内资企业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和门限值估计，本文选用单一门槛模型分析政府 R&D 资助(GOV)对内资企业

R&D 强度(IN)和 FDI 的非线性影响。在以企业 R&D 强度(IN)为门槛解释变量时，Boostrap 估计的单一门

限值为 0.1152，以 FDI 为门槛解释变量时，相应的单一门限值 0.0619。以内资企业为对象，政府 R&D
资助的非线性单一门槛估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The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表 11. 内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GOV 门槛 IN FDI 

L-GOV 
6.135*** 0.145*** 

(0.724) (0.0369) 

H-GOV 
−0.0248 0.0912** 

(0.216) (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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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1 中，GOV 门槛中的 L-GOV 表示的是低资助规模，H-GOV 表示的是高资助规模。企业 R&D
强度(IN)的估计结果显示，低资助规模下，IN 的系数是正向显著的，表明低规模状态时 IN 对企业创新

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显著的激励效果，激励效应为 6.135。而在高资助规模下，IN 的系数是不显著的，

表明 IN 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没有显著效果，且效应系数为−0.0248，说明政府 R&D 资助对内资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效率具有挤出效应，即高规模的政府 R&D 资助不利于企业 R&D 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

的提升。而 FDI 在低资助规模时，系数是积极显著的，说明此时 FDI 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且显著影

响；在高资助规模时，FDI 对创新效率仍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但系数明显变小且显著性有所下降，

说明随着政府R&D资助规模的提高，FDI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处于下降趋势，即低规模资助状态

更有利于 FDI 对创新效率的提升。 

4.3.2. 港澳台资企业 
由政府R&D资助对港澳台资企业R&D强度(IN)、FDI和企业规模(SCA)的门槛效应估计的结果，选

用双重门槛模型对 IN 和 FDI 作非线性估计分析，采用单一门槛模型作对 SCA 的门槛估计分析。其门槛

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12 所示。 
 

Table 12. The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表 12. 港澳台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GOV 门槛 IN FDI SCA 

L-GOV 
5.321*** 0.0922 0.241*** 

(1.050) (0.0774) (0.0736) 

M-GOV 
4.481*** 0.0158  

(1.072) (0.0795)  

H-GOV 
5.730*** 0.130* 0.339*** 

(1.038) (0.0748) (0.0660) 

 
在表 12 中，L-GOV、M-GOV 和 H-GOV 分别表示高资助规模、中等资助规模和低资助规模。在对

IN 的估计结果中，三种资助规模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对港澳台资企业而言，随着政府 R&D 资助规模

的提升，IN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始终处于显著激励的状态。但是，随着资助规模的提升，系数由小到大转

变，出现正“U”型关系，IN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先变小后变大。当港澳台资企业的政府 R&D 资助处于低

资助规模状态时，FDI 对创新效率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当其处于高资助规模时，FDI 对创新效率

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 FDI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随资助规模由低到高，激励效果出现了由不显

著到显著、较小激励到较大激励的转变。说明政府 R&D 高资助规模有利于提升 FDI 对企业创新效率的

影响。在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规模的影响中，低资助规模下，企业规模对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高资助规模下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由较小激励作用向较大激励作用转变，说明随着政府

R&D 资助规模的提高，港澳台资企业的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4.3.3. 外资企业 
根据前文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外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 R&D 强度(IN)和 FDI 采用单一门槛

模型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对产学研合作力度(IUR)采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其门槛效应模型

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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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The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for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表 13. 外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GOV 门槛 IN IUR FDI 

L-GOV 
1.339*** −2.352*** −0.0418 

(0.449) (0.872) (0.0651) 

M-GOV 
 0.579***  

 (0.143)  

H-GOV 
4.124*** 0.0481 0.0573 

(1.113) (0.406) (0.0406) 

 
政府 R&D 资助处于低规模和高规模状态时，外资企业 R&D 强度(IN)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均呈显著正

向，且随着政府 R&D 资助规模的提高，影响系数由小变大，表明政府 R&D 资助的增加有利于 IN 对外

资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分析外资企业产学研合作力度(IUR)的回归结果，在资助规模低时，IUR 对创

新效率呈负向显著影响，中等资助规模时，影响效应是正向显著的，高等资助规模时，是不显著的。结

合显著性和系数判断，随政府 R&D 资助规模的增加，IUR 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FDI
的估计结果中，政府 R&D 资助规模由低到高变化时，FDI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系数的变化

中，大体可以得出随资助规模的增加，FDI 对创新效率的激励效果在提升。 

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4.1. 内资企业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表明，政府 R&D 资助对内资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效应产生挤出效应，但对 FDI

的创新效应并不存在激励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创新技术产生锁定效应，

即政府资金的投入会使得企业增加对其他资源的需求，导致创新成本提高，降低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

性，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创新资源的分配权，这极易滋生企业的寻

租行为。考虑筛选机制和监管制度的缺乏和不完善，部分非创新型企业通过寻租行为获得政府 R&D 资

助，却并不进行创新活动，导致政府资助资源的浪费。故而，政府应根据省域企业的科技发展水平，适

当减少对部分内资企业的研发资金支持，比如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内资企业创新效率最高，企业内

部研发资金充足，政府应考虑将研发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 

4.4.2. 港澳台资企业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表明，政府 R&D 资助对港澳台资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效应产生正“U”型影响，

对 FDI 的创新效应和企业规模的创新机制具有正向促进效用。港澳台资企业的创新效率低，需要更多的

政府 R&D 资助，发挥政府资助对创新活动外部市场失灵的调节作用，借助政府资金的支持，降低国外

先进技术的引进成本。港澳台资企业创新效率低，研发动力缺乏，地区政府应适当加大研发资助，降低

本地区企业科研成本，制定鼓励港澳台资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进扩大企业规模，同时建立政府

R&D 资金用途的监督管理机制，防止研发资金的流失和浪费。 

4.4.3. 外资企业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表明，政府 R&D 资助对外资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效应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对

IUR 的创新机制产生倒“U”型影响，对 FDI 创新效应的门槛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辅以政府 R&D
资金的情况下，外资企业会增加内部研发资金投入，跨大产学研合作规模，激发科技创新动力。对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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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创新效率并不高的地区，政府需要针对外资企业确定资金补助的最优规模，不断调整研发补助力

度，凭借丰富的科研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外资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开发。 

5. 结论与展望 

首先，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索了政府 R&D 资助、企业规模等八个变量指标对三种所有制企

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应。其次，更进一步，以政府 R&D 资助为门槛变量，探究企业 R&D 强度、产学研

合作力度、FDI 和企业规模在门槛变量条件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为政府调整研发资助政策提

出参考意见。相关研究结论如下： 
1) 政府R&D资助、企业R&D强度、产学研合作力度、出口贸易、消化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

FDI、企业规模八个变量中，消化吸收能力对三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创新效率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出

口贸易对三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均不显著；企业 R&D 强度和企业规模对内资和港澳台资的

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作用，对外资企业的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产学研合作力度对内资企业创新效率

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对港澳台资具有积极显著影响，FDI 对创新效率具有积极显著作用的

是内资和外资企业；政府 R&D 资助只对港澳台资企业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2) 就内资企业而言，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机制存在挤出效应，对 FDI 的创新机

制不存在激励作用；以港澳台资企业为分析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 R&D 强度的创

新机制呈正“U”型关系，对 FDI 的创新效应和企业规模的创新作用有正向促进效用；反观外资企业，

政府 R&D 资助正向激励企业 R&D 强度的创新机制，对产学研合作力度的创新效应呈倒“U”型影响作

用，对 FDI 创新作用的门槛估计结果不显著。 
本文基于政府 R&D 资助、企业规模等八个变量指标对三种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作用效应的探索，

虽然可为各级地方政府在国家工业企业发展战略基础上，根据区域禀赋和企业产权差异特征，制定有所

差别、针对性的企业创新政策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但有时政府资助或者是政府过度参与会出现失灵、

挤出效应。因此，今后的研究中，如能量化政府资助的不同程度，并将之添加至模型中，或许在勾勒出

一幅更完美分析图景的同时，所得结论能够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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